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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立在中国文化价值基
础之上，通过“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德
法和谐”、“中国梦”等和谐话语体现出来。
本研究力图从语言和文化的视角对上述和谐文
化价值因子进行分析解读，探究其形成的历史
文化渊源，挖掘其文化内涵，寻找其普世价值
意义，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和谐
构建。 
[关键词] 政治话语；和谐内涵；文化价值；中
国梦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s its 
foundation, demonstrates such discursive ideas 
as ‘people foremost’, ‘harmony within diversity’, 
‘co-existence between morals and law’, 
‘China’s Dream’,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is 
paper mak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harmonious cultural factors b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s well as cultural connotation, 
trying to seek its universal values for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of 
global cultural diversity. 
Key words: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connotation 
of harmony; cultural values; Chin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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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是后现代主义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个切入点，它注
重分析语言在现实权力行使中的作用。Wilson(2001)认为，“政治话语”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几乎所有的话语都可以被认为具有政治性，对话语
进行的各种分析也都具有政治性，所以话语归根到底都是政治话语。从狭义上
看政治话语是政治人物在特定政治场合所讲的话语，这把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
（诸如工人罢工、政治人物有关政治的日常谈话等）都排除在外。近年来，国
内话语学研究者对当代中国政治话语进行了多角研究。（施旭，2010/2014；
谢立中，2009/2010；田海龙、陈洁，2012；梅朝阳、于柏祥，2012；李战子、
庞超伟，2011；窦卫霖，2011；朱哓敏，2011；钱毓芳，2010；李秋杨、王国
平，2014 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分析探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和
谐”文化理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德法和谐”
等的文化因子内涵，进而寻找其普世价值意义，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出
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和谐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基本诉求 
和谐是指事物、事件协调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状态。从生态学意义上说，和
谐是指系统的组织结构处在最佳状态，能充分并能持续发挥系统的功能。和谐
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天人合一”、“和为贵”、“和
而不同”、“大同社会”等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和谐关系的理想与追求。《左传》用“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诗一般的语言
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易传》中也极力提倡和谐思想，并提出了“太
和”观念。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
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道”是中国传
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
整体和谐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这种和谐共生理想已经成为以“和”为核
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或话语体系。（郑海翠、张迈
曾 2008）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力量源泉。纵观历史，可以发
现，中华话语或中国文化话语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政治服务的。以《论
语》为例，孔子穷其一生宣扬的就是“治国安邦”之道。“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
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同上）
都道出了儒家对政治话语的诉求（施旭，2010）。 
当代中国对和谐的诉求是发自对社会主义必要性的认识和对中国近代历
史受凌辱的集体记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倡导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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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话语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田海龙、曹青，2012）
当下，包含和谐价值思想的和谐社会建设成了党和政府的重要政治追求。自十
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和谐话语的构建就成
了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和谐社会
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的一项重要内容，把“着力建设和谐社会”作为
工作和部署上要突出抓好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实践层面来展开分析如何进一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建设为主题的重要
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十七大”将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表明
了我党对和谐发展所赋予的新的价值内涵（张国庆，2012）。2012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大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运用法治手段推进
中国社会和谐进程。法律上的社会和谐，其核心是公平与正义，是对权利的承
认和保护。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了“社会和谐稳定”等
的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
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调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
德观。在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
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
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会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习近平，
2014）。当下，和谐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并通过以人为本、
和而不同、德法和谐等文化价值理念加以实现。 
2.政治话语中所蕴含的和谐文化观 
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谋求突破，正在努力构建政
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话语
体系。政治话语中所蕴含的“以人文本”、“和而不同”、“德法相容”等文
化观成为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 
2.1 “以人为本”的社会观 
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事物相互交往而构成社会。在中华
文明 5000 年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本思想始终贯穿其中。早在夏商时期，就有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说法。孟子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朱学勤 2006）。清代万斯大论
述到“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习
近平，2015）当代政治话语中“民本”或“人本”思想也随处可见。习近平将
《晏子春秋》中“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演绎或发展为“德莫高于爱
民，行莫贱于害民”（习近平，2015）的治国理念。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先富后富论”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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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果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势必
会造成两级分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三个代表”中“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这些共同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和谐价值理念。 
例 1：2012 年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指出，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我们深知肩负的重大责任，这个重
大的责任包括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和对党的责任。习近平说，我们的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摘自《潇湘晨报》2012-11-16，A01 版。） 
语用学特别重视语境对话语的影响及其意义的形成。在特定的语境下，以
上话语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发话者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将自已置于受话人的
境地，由此缩小了双方的语用距离；第二，通过预测或推理出人民对“教育”、
“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卫服务”、“居住条件”改善或提
高的期盼，贯彻了话语行为中“善行原则”；第三，以上短短的 116 个字符中
包含了 10 个“更”字，预设新一届政府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以及更大的政治勇
气和政治改革决心。“更好、更稳定、更满意、更可靠、更高、更优美”与“改
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语）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与日
常生活话语“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句式相近。“进行时”和“完成时”是
英语的两种基本时态。在汉文化语境下它们属于外来语。在此语境下发话人通
过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双方共知的信息，此处指英语时态
中的“进行时态”和“完成时态”）表达一种语言或文化现象，从语效上分析，
这种语言或文化预设缩短了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增强了政治话语的亲密度
（intimacy）。当政治领袖人物使用大众话语来表达或传递原本较为严肃、庄
重的信息时，其意义非同寻常——体现了一种和谐平等的价值理念，展示了领
袖人物的亲民形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执政党在新时代对人
民郑重而务实的承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执政理念的具体落实，是由“温饱”发展至“小康”、由“有没有”
发展到“好不好”政治理想的升华。一言以蔽之，它体现出的是重民、贵民、
恤民的民本思想。当前正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时期，“十三五”时期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亿万人
民的共同奋斗，胜利的成果必将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坚
持共享发展“的思想，即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作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最终达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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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例 2：因为我们是为人们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
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
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条意见就是党外人
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摘自《毛
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05-907） 
在政治话语中，人称代词“我们”、“你们”都是高频率用词。而人称代
词的选择往往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亲疏程度的影响和限制。从
语用学角度看，“我们”有外排（exclusive）和内包（inclusive）两种特性。
外排容易使话语对象产生受摆布之感；而内包法旨在拉近与听话人的距离，给
人平等参与、休戚与共的感觉（辛斌，1997）。显然，在“如果我们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中，作为话语主体的“我们”具有内包性，代表中国共
产党组织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你们”进行平等对话。一方面表达了“我们”
对待真理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
理的绝对性表明，人不可能穷尽对真理的一切认识，人的认识只能是对真理的
相对反映。人的认识的差异性、不完全性决定了人的认识是相对的、不完全或
不彻底的。对于那些认识不够完全或不够彻底的问题我们要虚心向人学习；就
应该积极、主动地加以改进或提高。这种对真理的认知消解了“我们”的外排
性。另一方面，“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你”泛指
任何人，采用第二人称比第三人称更具有亲切感，如同直面交际，倾心而谈，
营造出一种平等、和谐共处的局面，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虚怀若谷的态度。
这种“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的工作态度或工作作风是毛
泽东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显著特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事业，其复杂程度远比我们想向的
要艰难，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另
一方面也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建议，对于他们提出
的好的建议或意见要虚怀若谷地接受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显然，在一个十
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搞建设、谋发展，培养和选拨德才兼备、敢于担当的党员干
部是关键。“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为
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魏纪五》）；“邦之兴，由得人也；邦
之亡，由失人也”（《策林·辩兴亡之由》）；（习近平，2015）等等。这些
选贤用能的政治主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也赋予
了新的时代内涵，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工作上“接地气”，思想上“扬正
气”，行动中“显锐气”。一句话，要本着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高度的负责
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党和政府的各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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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和而不同”的生态观 
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古老哲学命题，它起源于西周
史伯以及晏婴的“和同之辩”。生活在 2500 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
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
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
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
壹，谁能听之？” 太史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 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和谐
思想，指出“和”就是各种事物间、不同对立面相互配合、统一而达到平衡状
态，“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后孔子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二三》）。钱穆（2011）提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
的君子，应能在差异中求得和谐相处，在保持与其他人和谐融洽关系的同时，
有自己的思想，不会人云亦云。这样，才能保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的良好文化生态。正如良好的自然生态有助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良
好的文化生态也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互鉴和共存。 
生物多样性理论强调，丰富多样、异质性强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劲的生态系
统，多样生物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才能构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人类
社会如同生态系统一样，多样性是稳定性的基础。对于全球化浪潮下的各种文
化，乐黛云坦言自己的观点：文化“不应该一体化。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化的，
各个人类群体的生存环境不同，传统和习惯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保存多元文
化，也就是保持一种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必须有不同文化相
互启发，相互促进，才可以有发展的前途。……如果我们没有不同文化的‘和
而不同’，没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我们的文化也就会变成文化
沙漠”。（乐黛云，2011）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生态智慧的文化。“同则不继”
的观念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物种如果只是种内繁殖便有退化与灭绝的危险；“和
实生物”的思想表明适当比例的异质因子的“和合”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 
政治话语中蕴含的“和而不同”理念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
理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规划植根于和而不同
价值思想。无论是博鳌论坛释放的“‘一带一路’不是独唱而是合唱”还是英
伦三岛传递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其所体现的
是习近平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领袖的那种海纳百川的政治胸襟。 
例 3：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
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摘自 2015 年 3 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
的讲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援引了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之句，
强调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正因为不同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形
成了文化多样性。因此，“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
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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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
同发展。 
和而不同文化生态观在政治话语中不仅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
是党和政府处理民族关系、地区关系、阶层关系的重要理据，由此成为凝聚民
心、筑牢党心、加固军心、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例 4：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
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
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摘自 1984 年 6 月 22 日“邓小平会见香
港工商界人士谈话要点”） 
“一国两制”可谓是对“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最大阐释。中国大陆和港
澳台分别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制为主体，从而在社会价值观、经济发展
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但二者都是炎黄子孙，都乐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是实现一国“和”的基础。
“两制”下和谐共处、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党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和杰出
的智慧。 
2.3 “德法和谐”的伦理观 
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和合”与“生生”的关系向度上讲，“和”与“生”
是同位一体的。和谐范畴在中华民族的语汇中，可以说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
现了，如在金文《史孔盉》中的“史孔乍和”即有“和”字。“和”在《易经》
中有两处，如“兑”卦爻辞的“和兑。吉”；“中孚”卦之“九二”爻辞：“鸣
鹤在阴，其子和之”。另外，甲骨文则有“龢”字。据《说文解字》，“龢”
与“和”基本相同，“和”为“相应也”，“和”为“调也”。故今版《辞海》
称“龢”为“和”的异体字。而就“和”的语义场来说，如和生、和谐、和善、
和爱、和气、和美、和韵、和洽、和乐、和易、何悦等等，也历史地构成了一
个生机充盈、意义丰润的能量系统。徐国超（2010）提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是形成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基本保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道德与法律起着保驾护
航的作用。德法和谐包含道德软化力量和法治刚性要求的“和合”、“生生”
之道。 
十八大以来全党全社会掀起了反腐浪潮，“法治”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2015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施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廉
洁自律准则》）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
巨性的正确认识。《廉洁自律准则》重在立德，《党纪处分条例》重在立规。
两部法规亦刚亦柔，柔中带刚，刚中有柔，刚柔相济。由此，将法治的刚性与
德治的柔性有机结合。譬如，原条例第 150 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和谐文化因子解读 Interpretation on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Harmon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s 
 54 
Sinologia Hispanica, 1 (2015), pp. 47-58 
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
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
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通过制
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
想腐”。 
例 5：法律与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法
治与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
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
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
常运行。 (摘自习近平《之江新语》，2014) 
法律与道德一方面承载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影响和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分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有
可能超前或滞后于另一方，形成价值的冲突（如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冲
突等）。法律与道德在运作机制与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律体现着国家
的权力意志，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武器，具有鲜明的时代、阶级特征等；而作为
约定俗成的道德则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方式，它更多地表征为历史的传承和
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文化特征；法律是依靠强制手段来执行的，并在个人行为层
面上起作用，而道德却是以感召的手段（既在人的行为又在人的思想信念层面
上）起作用；法律是通过理性约束来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而道德却依靠人的
良知来区分人或事的是非曲直。由此看来，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而形
成的“德法和谐”是具有中国政治哲学智慧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西方文化崇尚法治，中国文化则可以说崇尚礼治。追本溯源，可以
发现，周公“制礼为乐”揭开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幕，儒教推广而使礼逐渐成
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工具，由此而形成的礼制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
治国方略，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这种文化特征表现了中国群体之间亲
和、重礼的人际关系，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和谐相处的人生价值观。“礼治”介
于德治与法治之间，常常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礼制”是国家道德。
儒家主要从礼而不是法的角度来谈制度建设，社会形成了以礼的精神、德的意
志来处理民间纠纷举措，从社会文化层面上建构起了对有礼之德的向往和对相
争相诉的厌恶。儒家伦理主张“礼大于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
述道，中国立法者通过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这些具有道德品质的东西混
在一起而制定出的礼制可以使百姓能平静生活、能相互信任、能彼此尊重，可
以使每个人时刻感受到对他人的义务、感受到彼此间的相互依赖。这样文人以
之施教，官吏以之宣传，……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
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何兆武、柳卸林，2011）。 
例 6：“正如卢梭所说，‘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
生的风尚才是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法律当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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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种’就是这种风尚，它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摘自习近平《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 
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了礼文化特征。作为一种具有弥散性的文化模
式，礼仪“浸润”的方式深入到人的性情和道德意识之中，作用于人们日常生
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而使人内心接受礼的精神、外表践行礼的规范，
最终培养出文明的民众、构成稳定和谐的社会。（张自慧，2008）古今中外研
究表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和谐构建中文化价值重建不失为重要话语策略。包
含了古圣先贤哲学智慧的“礼治”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严
三实等最具时代特征，它们共同成为了引人向上、催人奋进的道德机制，成为
了法治建设的必要补充，成为了德法和谐的助推器。只有重新审视“德治”与
“法治”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创造和谐，从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同时
也只有德法和谐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保驾护航。 
3.“中国梦”的文化内涵 
当前中国政治哲学核心话语的内核是“中国梦”。习近平说，“我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
既不同于“美国梦”也有别于“欧洲梦”。“美国梦”是基于个人主义原则和
我行我素的对外政策而制定的。“欧洲梦”则旨在重建中世纪那种欧洲人的集
体生活方式而诞生的。J.里夫金的《欧洲梦》认为：“欧洲梦”正在悄悄地使
“美国梦”黯然失色。他所谓的“美国梦”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限制的机
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而“欧洲梦”则是一个基于生
活质量而个人无限聚敛财富的可持续文明。 
中国梦是在凝聚了 13 亿中国人民共同理想、信念和价值基础上形成的，
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本质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伟大梦想或构想。理想是形成梦的基础，信念是实现梦的保证，价值是圆
梦的目的。“中国梦”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寻梦、追梦、圆梦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过程：“两个一百年”是圆梦的时间
表或路线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其影响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保证；
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导力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
中国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依靠人民来实现”是“以人为本”
价值观的理论翻版，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党的群众路线的发扬光大。当下“中国梦”及其衍生的“亚洲梦”连同
“欧洲梦”、“世界梦”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深信，
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梦价值意义将更加凸显。如果用英语
表达的话，China’s Dream 比 Chinese Dream 更能表达“中国梦”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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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后现代与后结构批评理论指出，文本与话语在构建社会秩序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文化理论是道德与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史密斯，2008）。中国文化语境
下的“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德法和谐”以及“中国梦”等和谐价值
理念是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核心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诠释、预测或解读中
国当代政治话语中和谐文化因子及其内涵意义，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
既要尊重历史又要面向未来。由此，才能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
才能将政治话语力量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内在驱动力，进而为世界文化多
样性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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